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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

⊙ 李恭忠

 

近二十年來，隨著新文化史學的活躍和政治史的復興，符號、形象、儀式、紀念物成為國外

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對象，近來亦開始為漢語學界關注1。作為中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史上

的重要表徵，民國時期「國父」符號的塑造，是一個自覺、系統、持續的過程，尤其值得考

察2。本文對此作一大致梳理，以呈現民國時期政治文化的一個獨特面相，並期望引發更深入

的批評和研討。

一 形象的物化

1925年3月12日，「革命尚未成功」之際，國民革命的精神導師和最高領袖孫中山卻先行病

逝。4月2日，遺體移往北京西山碧雲寺暫厝，國民黨人隨即著手在南京為孫中山修建陵墓。

對於中山陵的設計，國民黨人有一個基本要求，那就是體現「開放的紀念性」：陵墓既要突

出鮮明的紀念性，全面彰顯孫中山的「國父」、「革命導師」形象；又要體現平民精神，兼

具遊覽功能，便於遊人參觀、休憩，富有現代公園氣息，表達出時代新氣象，從而作為一個

巨型的時代符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新的「中國」的象徵。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建築方案，

基本貫徹了這一立意。實際建成以後的中山陵，整體結構簡潔，各項建築從南到北、由低到

高次第排列，依山勢構成一個開闊的斜面，顯得明朗而宏壯，彷彿一個安坐的巨人，正敞開

胸懷歡迎謁陵者的到來。另一方面，中山陵的圖案、色彩和文字襯飾，處處體現樸實莊重之

感，在在強調對孫中山及其主義的追念和尊崇，昭示著後來者的責任和義務之所在3。真實的

孫中山已不復存在，而通過這種物化途徑，孫中山的形象庶幾得以長存。

著手修建中山陵的同時，留守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籌款五十萬元，在廣州修建

孫中山紀念堂和紀念圖書館。當時，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困窘，但還是積極採取各種措施，比

如要求政府職員捐薪、向人民收取呈詞附加費、銷售孫中山紀念章、發動各校學生向全社會

勸捐、要求各縣縣長擔任額定募捐任務，等等，千方百計籌措這筆款項4。儘管因為時局和經

費原因，中山紀念堂未能如期開工，但廣州國民黨當局如此重視這件事，說明它並非尋常建

築可比。

內中深意，《廣州民國日報》的一篇社論作出了詳細闡述。社論首先指出興建這類公共建築

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人從來是有共同生活的，在群聚間往往以一種建築物，把那種共同生活表徵出來。

舊時……對於家族，對於神教，昔人還有一種公共的建築物，去表現其家族之思想及神

教之威力出來，而現在到了國家主義的今日，沒有一種東西所以象徵「國」的，豈不是



使人民陷於不知所以團結之危險乎？

既然家族時代的人建祠祀祖，神權時代的人建廟以拜神，「今日非有國無以生存，然則我們

何可不建一紀念國父之祠也……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圖存，然則我們何可不建廟以紀〔念〕此

革命之神也。」社論作者認為，今日愛戴國父、紀念革命之神，與以往祀祖拜神，道理是一

樣的，「不過今日的熱誠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罷了。」因為，「中山先生為中國之元勳，他的

自身，已為一個『國』之象徵，為他而建會堂與圖書館，定可把『國』之意義表現無遺。」

於是作者大聲呼籲：「愛你的國父，如像愛你的祖先一樣，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

樣，努力把『國』之意義在建築中象徵之出來，努力以昔日建祠廟之熱誠來建今日國父之會

堂及圖書館！」5

這篇社論可謂淋漓盡致地闡述了國民黨人的政治文化觀，即公共符號的文化「表徵」或「象

徵」功能，在建構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為國民革命的精神支柱，

孫中山的軀體既已不能復生，於是需要實體性的紀念物來表徵其主義和形象。哪怕是一座孫

中山塑像、一個以其命名的建築實體，也可以讓人們心中的記憶和情思得到寄託、得以外

現，從而煥發出異樣的熱情和力量。從國民黨人的舉措和言論來看，他們顯然非常明白這一

點。

二 主義的獨尊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經歷了一番思想、組織和人事上的動盪和整合。到1928年底，以

蔣介石為核心、以南京國民政府為旗幟的國民黨內部已經形成了新一代權威結構，並已取得

了全國政權。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開始實施「訓政」。1929年3月，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

代表大會，會上正式確立了訓政建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

國民黨訓政方略中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對孫中山「遺教」的獨尊。1929年3月21日，國民黨三

大通過兩項決議：（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應根據總理教義，編制過去黨之一

切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毋令反動思想再存留於本黨法令、規章內，以立共信共守之

典範，鞏固全黨之團結。」（二）「確定總理所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

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之根本法。舉凡國家建設之規模，人

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之方法，皆須以總理遺

教為依歸」6。

為何這樣做？國民黨三大對此解釋得非常清楚。孫中山是國民黨的締造者，其「教義」是

「全黨建造國家之準繩」，生前即為全黨之依歸，死後亦當為全黨之準則。中華民國完全由

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所締造，其「教義」從一開始就是全部努力的指南，因而已經成為「中

華民國所由創造之先天的憲法」，「且應以此為中華民國由訓政時期達於憲政時期根本法之

原則」。因此，自認為有權「代表國民行使政權」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賦予「總理

遺教」正式的法律效力，使之成為全黨全國的「最高根本法」，用它來統一「全黨黨員的言

論行動」，和「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展」7。

南京國民黨當局此舉，意在樹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有黨內政派鬥爭的複雜背景，以

往學者多有論述，此不贅言。僅就一般意義的政治論理而言，此舉顯示了國民黨人在邏輯上

的三個特點：一是本本主義，只會搬用孫中山自己的言論，「凡此要義，皆可以總理遺教為



之證明」8。二是自欺欺人，大言不慚地說全國人民已經「服從」、「擁護」「總理之遺

教」，後者「在國民之意識上已有根基，在社會之群力上已有淵泉，在法理之根據上已有普

及全國造成統一之效能」9。三是權威自命，張口閉口就是「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均宜恪守

勿渝者也」10，儼然「朕即國家」。

這種邏輯，不用說在公共生活領域難以通行，即使就政黨政治本身而論，也與二十世紀以降

的民主化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難以行通。已有研究表明，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長期存

在多個「主義」：戴（季陶）─蔣（介石）記三民主義、汪（精衛）記三民主義、胡（漢

民）記三民主義、孫（科）記三民主義，以及鄧演達的三民主義等11。黨內既已如此，黨外

自不必提。就在國民黨三大剛剛開完不久，自由主義旗手胡適即發表文章，尖銳抨擊國民黨

獨尊所謂「總理遺教」的做法：「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

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現在卻

是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

「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12。

獨尊「總理遺教」的另一個後果，是國民黨的政治理念、綱領變得僵化，妨礙了它隨著時勢

變化而發展。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治，並不能囊括孫中山思

想的全部精華。再者，孫中山的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並非至善至美的現成治國方案。一個

「革命之後」的執政黨，其政治綱領貴在能夠不斷創新，積極適應時代趨勢，努力引領社會

變革潮流。國民黨當局卻反其道而行之，欲以僵化的政治理念來規制不斷變化的社會歷史潮

流。由此可見，國民黨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創造性已現貧乏跡象。其後果是甚麼？即胡適在

1929年指出的13：

現在國民黨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

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

日，便是國民黨油乾燈草盡之時。

三 符號的聖化

南京國民黨當局獨尊「總理遺教」的同時，也著力將「總理」這一符號加以神聖化。1929年

孫中山「奉安大典」期間國民黨當局的宣傳基調，集中體現了這一點14。

早在1929年1月17日，國民黨中常會就通過了關於「總理奉安」的宣傳方案，具體包括六項子

計劃：（一）總理安葬日紀念辦法；（二）全國舉行總理安葬日紀念大會宣傳計劃；（三）

沿途各地迎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四）南京迎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五）北平送櫬紀念

大會宣傳計劃；（六）迎櫬宣傳列車計劃15。隨後，國民黨中央制定了統一的宣傳要點、宣

傳大綱、宣傳標語、口號、傳單、文告、詞曲，以指導、規範各地各處的宣傳活動。所有這

些要點、大綱、標語、口號，都極力將孫中山塑造為融會古今中外文明精華、指引中國和世

界人類拯救之途、至高無上至大無私的現代救世主。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宣傳大綱，試圖為孫中山作出蓋棺定論：

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導師、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

星，……其一生救國救民之偉大的革命事業，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古今中外



之偉人中，如總理者誠絕無而僅有也。……總理之肉體雖死，而總理之精神人格與革命

主義，將必永遠如日月之明，朗照著我民族國家及世界人類大同幸福之前途。

宣傳標語、宣傳口號中也有類似表達：「總理是艱苦卓絕崇高偉大的革命導師！」「總理是

三民主義的創造者、中華民國的創造者！」「總理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

星！」「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16

應該說，上述論調並不是國民黨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之後，在北京舉

行的大規模追悼活動中，就出現了許多類似的評價語言。國民黨人光明甫輓聯云17：

行似伯夷，貌似仲尼，公足當之，惟建樹不同，晚季矜管樂才，實於中國仁聖賢人中，

獨具一格；近如列寧，遠如盛頓，世無健者，則先覺誰屬，匹夫行湯武事，置之大地革

命歷史上，各有千秋。

這個評價還算比較客觀。京師公立第一女子中學輓聯云：「……革命若湯武，揖讓若堯舜，

悲憫若孔孟，救世捨身若耶佛……」前革命黨人楊銓輓聯云：「……視仲尼馬克思盧梭皆如

無物；……合朱元璋華盛頓列寧而為一人。」18這樣的評價，就有抬高乃至神化的傾向了。

「奉安」期間的宣傳話語，正是對此前已有的評價進行有選擇的綜合與提煉，進而形成一個

絕無僅有的巨型政治符號。

當然，南京國民黨當局著意彰顯一個至大、至德、至聖的「總理」符號，並不僅僅是為了讓

孫中山本人永垂不朽。他們更希望借助這一神聖符號，來凝聚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認同，增進

新生的「黨治」國家權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前述宣傳要點和宣傳大綱，就明確表達

了這一立意。宣傳要點和宣傳大綱一方面努力彰顯孫中山的崇高和偉大，另一方面也極力強

調國民黨對孫中山開創的「道統」的承接，以及自己在當前和今後的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

「承繼總理的遺志、實現總理的主義、完成總理的事業，自應由總理所手創之本黨領導民眾

共同奮鬥」，「總理已逝，則確能保障與繼續實行總理之一切遺志遺教者，唯有總理所手創

所託付之本黨，為能擔負此大任。……故凡我國民，務須矢勤矢勇，必敬必忠，一致團結於

三民主義之下，以總理之精神為精神，以總理之思想為思想，始終堅決的擁護本黨、贊助本

黨。」19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修改黨章，黨內設總裁，代行「總理」之職權20，並推舉

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明確提出他「是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的唯一的正統的繼承者」21，要

求人們「像歐洲殉教徒一樣」來「服從總裁」22。問題在於，以「總理」忠實繼承者自居，

挾「總理」餘威而號令國民，如此權威自命的姿態和做法，是否能夠收到國民黨人預期的效

果？顯然值得懷疑。

四 儀式的推展

在國民黨人的控導下，紀念孫中山的活動逐漸演變為制度化的準宗教儀式，與精神偶像的塑

造和集體信仰的整合緊密結合起來，被用於加強國民黨陣營內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務於集

權統一的黨治國家的建構。

（一）總理紀念周

早在1925年3月31日，國民黨在京中央執行委員召開全體會議，通過了接受總理遺囑的議案，



並訓令全黨，以後每逢開會，應先由主席恭誦總理遺囑，全場起立肅聽23。1925年5月，國民

黨一屆三中全會再次訓令全黨，重申前述恭讀總理遺囑儀式24。

1925年4月，「為灌輸大元帥主義精神於各官兵頭腦中永久勿忘起見」，建國粵軍總部制定七

條「總理紀念周條例」，要求所屬各部於每周一上午十時舉行總理紀念周，具體程序如下：

向孫中山像行三鞠躬禮，默念三分鐘，各官兵同時宣讀孫中山遺囑，官兵長演說孫中山的主

義及革命歷史。「對於本條例如有陽奉陰遺（違）等行為，一經查覺或舉發，除將其應負責

之官長撤差外，並另予分別議處。」25上述規定並非具文。到1925年5月15日，粵軍總部的紀

念周已經舉行至第三次，儀式由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親自主持，並請順道而來的汪精衛發表演

講26。這是國民黨陣營中最早的制度化的總理紀念儀式。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正式通過如下決議：海內外各級黨部會議場所應懸掛總理遺像，

凡集會開會之前應宣讀總理遺囑，海內外各級黨部及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均應於每

星期舉行紀念周一次27。隨後，國民黨中央又制定了《總理紀念周條例》八條，要求國民黨

各級黨部、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由各級黨部常務委員或各該地最高長官主持，每

周舉行一次總理紀念周儀式（程序大略同前），以「永久紀念總理，且使同志皆受總理為全

民奮鬥而犧牲之精神，與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繼續努力，貫徹主義」；「（黨員）不得

無故連續缺席至三次以上，違者分別處罪」；「對於紀念周執行不力或有陽奉陰違等情事

者，一經查覺或舉報，將其應負責之常務委員或長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別議處。」28

這些決議和條例，正式確立了總理紀念周儀式在國民黨體制內的法定地位。隨著國民黨逐漸

掌握全國政權，這一儀式在全國推廣開來，取得了國教儀式般的地位，不僅頻繁出現於政治

生活領域，還逐漸影響到社會生活領域。直到1947年4月，南京政權「行憲」之際，國民黨中

央才決定，各機關團體停止舉行總理紀念周，免讀國父遺囑，不懸掛黨旗29。

（二）謁陵紀念

國民黨人從一開始就決定把中山陵建成一個開放的儀式空間。陵墓圖案徵求條例中規定，祭

堂前必須有「可立五萬人之空地」30，以便舉行祭禮。1929年6月1日孫中山正式安葬，6月2

日起陵墓開放三天，一時遊人如織，途為之塞31。1929年9月，陵園管理當局──總理陵園管

理委員會頒布《謁陵規則》，規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對遊人開放32。據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

警衛處不完全的統計，從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謁陵者即有33.5萬人，最多的月份達

67,000人，最少的也有2,000人33。1932年謁陵者6.5萬人，1933年11.5萬人，1934年19.7萬

人，1935年24.9萬人，1936年16.4萬人34。

眾多謁陵者中，既不乏自發的、零星的遊人，更常見的是有組織的謁陵隊伍。孫中山正式安

葬的第二天，蔣介石、胡漢民、戴季陶、于右任等要人就前往謁陵，在祭堂行禮35。此後，

國民黨當局借助組織途徑，圍繞中山陵持續展開了一系列近乎儀式化的行為。每年元旦、國

慶日、孫中山忌辰紀念日、孫中山奉安紀念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國民黨中央當局往往在

中山陵舉行大型紀念典禮，集體參謁陵墓，國民黨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各

特任官、在京各機關文官簡任、武官上校以上官員都必須出席。特別是孫中山誕辰日、忌辰

日和奉安紀念日，全國各地、各機關還要組織類似的紀念活動，少則幾十上百人，多則成千



上萬人，近乎於宗教儀式。此外，國民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期間，或者遇上重大的臨時事

件，中央當局也要組織集體謁陵活動。各級黨政軍警機關、社會團體、學校，包括一些外地

的組織，往往在其活動計劃中安排集體謁陵項目。顯然，國民黨人想通過持續而大規模的謁

陵紀念活動，使國人不斷重溫「總理」／「國父」的追求和期望，由此凝聚整個國家當前和

今後的記憶和認同。

五 實至名歸

在國民黨當局主導和全方位推動下，到1930年代中期，「國父」形象已經實際建構起來；但

「國父」名分的正式確立，卻要到抗戰期間。

早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各地的悼念活動中，「國父」稱呼即被廣泛使用。1925年3月21日，

胡漢民等留粵國民黨要人聯名發布宣言：「今孫大元帥不幸薨逝，漢民等痛喪國

父……」36《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3月31日社論中多次稱孫中山為「國父」，該報刊登的文

章標題中也使用「國父」一詞37。1925年4月廣州舉行追悼大會，國民黨當局的祭文稱：

「……先生死而民國喪其國父，吾黨亡其導師，世界弱小民族失其救星。」38各界輓聯更是

廣泛使用「國父」一詞。北京《民國周報》輓聯云：「國父云亡……」上海華東公學追悼大

會輓聯云：「……四百兆人民同悼國父……」江蘇吳江縣震澤稅務所所長崔蔭芳輓聯云：

「……未竟全功亡國父……」江蘇無錫追悼大會，共產黨人秦邦憲輓聯亦提及「追悼國

父」；江西贛縣茅店商界輓聯云：「……皇天奪我國父，人群失了導師……」南洋麻厘吧阪

中華會館學校輓聯云：「……薄海悲號哭國父……」華僑黃元標輓聯云：「偉哉孫公，……

惟華盛頓共享英名；嗚呼國父，……與俄列寧同芳史冊」39。可見國人已明確將孫中山與華

盛頓、列寧相提並論，並譽之為中國「國父」。不過，該詞此時尚為民間用語。即如胡漢民

等人宣言中所言「國父」，亦不具備正規名稱的性質。

1929年孫中山正式安葬期間，國民黨當局的正式文書中除了使用「總理」稱呼，亦出現了

「國父」一詞，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宣傳標語「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正式祭奠

文書中使用得更頻繁。1929年5月26日，孫中山靈櫬從北京西山碧雲寺起靈南運，南京當局特

派迎櫬專員林森等作〈奉移文〉云：「……維國父之棄世兮，忽忽乎逾四……」〈啟靈告

辭〉云：「……於穆國父，功侔湯武……」。靈櫬抵達南京後停靈公祭三天，國民黨〈中央

黨部祭文〉提到「國之父，人之師」，〈國民政府誄文〉云：「……弘惟總理兮，先覺先

知；民國之國父兮，人類之導師……」國民政府考試院祭文三次提到「國父」，〈監察院誄

文〉云：「……國父殂喪，海咽山崩……」40。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製作、發給各地於奉安

期間使用的輓歌，歌詞中不使用「總理」，而使用了「國父」稱呼。可見，孫中山的「國

父」頭銜已得到事實上的承認，只是未經正式行文確認而已。

「國父」名分的正式確立是在抗戰期間。1939年11月，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

全體會議在陪都重慶召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領銜提議：「請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後應尊稱

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以表崇敬。」41這一動議的提出背景比較複雜，其中既有國民黨人對

孫中山的崇仰之情，也有藉此凝聚國人認同、激勵抗戰士氣的現實考慮，還有汪精衛集團打

著「實現國父遺志」旗號另立漢奸政權、混淆視聽的特殊形勢。1940年3月，國民黨中央常務

委員會正式通過林森等人在六中全會提出的議案42。1940年4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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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

案奉中央執行委員會……函開：本黨總理孫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

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凡我國民，報

本追遠，宜表尊崇。茲經本會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一致決議，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

父在案。相應錄案函達，即希查照，通令全國一體遵行。……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

屬一體遵照。

至此，孫中山的「國父」名分正式確立，並逐漸在各種正式場合和官方出版物中使用開來。

六 被褻瀆的「國父」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南京的汪偽政權，為了顯示自己才是孫中山的正宗繼承者，更

加強調「國父」崇拜。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強行接收北京協和醫院，意外發現一盒孫中山內臟切片和

臘塊標本，還有一冊臨照片。此係1925年該院為孫中山遺體作防腐手術時暗中留下，孫中

山家屬、隨伺的國民黨人均不知情。汪精衛獲知此事欣喜異常，1942年3月，專程派「外交部

長」褚民誼與侵華日軍首領岡村寧次等人交涉，將此標本帶回南京中山陵安放44。汪偽當局

為此大造聲勢，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國父遺臟敬謹安放禮」，儼然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

典」的重演。

1943年2月，汪偽國民黨中央決定制定「崇敬國父儀式」的具體辦法，比如拜謁中山陵時的嚴

肅禮節、群眾集會時「向國父陵寢遙拜」、外賓到達南京時首先赴陵園參拜等，通令「全

國」一體執行。此舉的理由是45：

中華民國之產生，出於本黨總理孫先生之手，故國人尊之為國父，允宜萬方崇拜，中外

景仰。惟崇敬之道，首重儀式……蓋如是可使因崇敬國父之偉大人格而尊重中華民國之

國格，服膺國父的思想而尊重三民主義的思想，匪特徒重形式之景仰而已。

與南京國民政府時代一樣，汪偽政權定期組織「國父逝世紀念」、「國父誕辰紀念」活動，

而且相關程序更加細緻。比如1943年11月的「國父誕辰紀念」，汪偽國民黨中央要求「全

國」同時舉行紀念儀式，「禮節悉依中央祭典，由廣播電台傳達（唱國歌時全國同時齊

唱）」，來不及參加禮者「於規定祭告之時間一律須就所在地肅立致敬」46。這種儀式，與

帝制時代的祭祀典禮頗為相似，均為一種對秩序的主觀想像。1942年，汪偽當局成立了「孔

廟管理委員會」，人員、經費由「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兼任，負責南京朝天宮孔廟的管

理。並且規定，每年舉行春、秋兩次祭孔典禮，其組織工作、程序安排、具體儀式，均與紀

念孫中山誕辰、逝世的活動類似47。當然，如此細緻的程序安排，並非真的為了崇仰「孫聖

人」、「孔聖人」，而是想通過這種步調一致的儀式行為，將「全國」、全體被統治者納入

高度紀律化的體系之中。

汪精衛甚至親自為謁陵活動開列具體注意事項。1943年3月12日，汪精衛手令偽國民政府參軍

處48：

本日在國民革命烈士禮堂行禮後繞行靈座時語音嘈雜，秩序紊亂，殊失肅穆嚴敬之儀。



以後如遇祭孔廟、先哲祠、國父陵寢、先烈祠時，應注意事項如左：……（三）在國父

陵寢禮堂行禮後繞行靈櫬一周時，必須注意以下數點：（1）一人一列先後相隨，不可二

人並列，尤不可由後躥進及由旁闖入；（2）行步時步履宜輕，步武宜遲速維均，（3）

至寢門口一鞠躬，由門右入繞行一周立即退出，不可停步，出至寢門口一鞠躬，由門左

出，立於禮堂原處……

一個政權的最高首領竟然專注於如此瑣事，汪精衛及其政權此時的實際狀態已可窺見一斑。

綜觀汪偽時期的「國父」崇拜，雖然有著特定的政治背景，但它與整個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崇

拜是一脈相承的。經過十餘年的累積，這種崇拜已經成為民國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具備了

慣性的力量，對當下政治行為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就是汪精衛處處突出「國父」這塊招牌的

原因。「國父」崇拜走到如此形式化的地步，且淪為漢奸政權的護身符，被抬到九天之上的

「國父」孫中山倘若有靈，不知復將作何感想。不過，汪偽政權愈是強調對「國父」的崇

仰，就愈加暴露出自己虛弱的實質。

七 比較分析與思考

對於國民黨人主導的孫中山崇拜，還需要借助於更寬泛的背景，即世界範圍內的領袖崇拜現

象，以及當時中國的政治走勢和國家認同情況，才能看清其意義和影響。

從世界範圍來看，領袖崇拜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討論近

代民族主義時指出的，存在著兩種民族主義，一種是「真實的、自發的民族主義熱情」，一

種是「系統的、甚至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灌輸」49。領袖崇拜也可以這樣來

看，即既存在著自發的領袖崇拜，也存在著「系統的、甚至是馬基雅維利式的」領袖崇拜灌

輸。

自發的領袖崇拜，是指存在於社會本身、普通民眾之間的對於英雄人物的崇仰，這是一種自

然的感情和行為，近代美國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崇拜的興起即為典型。按照布爾斯

廷（Daniel J. Boorstin）的分析，一方面，剛剛建立的美國幾乎沒有自己的歷史，也沒有

古老的英雄傳說，「亟需一個崇高的、值得崇拜的民族英雄」50，來充當正在形成中的美利

堅民族的象徵。另一方面，商業頭腦對這種社會需求把握得很準確，並積極將民族認同的需

要與商業利益的追求結合起來。最早將華盛頓生平事跡加以神化的威姆斯（Mason Locke

Weems），經常重複的一句話就是：「只要你願意努力，你就可以用老喬治的骨頭賺很多

錢」51。商業利益與民族認同的結合，催生了華盛頓崇拜並推動其持續進行，在增強美國人

的民族自豪感、增進美利堅民族認同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所謂領袖崇拜的系統灌輸，則是政治集團甚或政治領袖個人本著擴大政治影響、增進政治權

威的目的，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種種宣傳，或者倡導各種公共性的行動，來樹立

某個領袖人物至高無上的政治形象。反觀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崇拜，其興起純為國民黨中央的

創制、發動，其進行亦基本由「黨」、「國」一體的國民黨當局所主導、推動，可謂「領袖

崇拜的系統灌輸」的典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中央開始推行一系列措施，試圖通過孫中

山崇拜來統一黨員的意志，鞏固黨的力量。黨內一些權勢人物，也希望利用「孫中山」這一

符號背後的文化資源來加強和鞏固現實的政治權威。於是，孫中山崇拜熱潮在國民黨內部迅

速升起。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又試圖通過孫中山崇拜來整合民眾信仰、塑造「黨國」權



威，於是將它推向全國，使之成為政治和公共生活領域的一道獨特風景。正因為此，孫中山

崇拜表現為權威自命、內涵僵固、形式空洞三個鮮明特徵，民眾的自發性、主動性在這裏缺

席。與其說這是一種大眾崇拜，還不如說是國民黨中央對其黨員和國民的單方面的意識形態

灌輸。

當然，這種自上而下的孫中山崇拜，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一方面，孫中山逝世後處於內憂

外患的國民黨，需要統一黨員的意志，加強政黨自身的凝聚力，以實現孫中山的未竟理想。

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前幾十年的中國，近代民族國家認同仍處於建構過程中。既然傳統的民

族英雄，乃至上古神話當中的黃帝，都可以作為這一建構進程的文化資源；作為「倡導共

和，肇我中夏」52的開創型偉人，孫中山當時就被認為堪與美國華盛頓、俄國列寧媲美，他

的事跡、思想和形象當然是建構新式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資源。本此意而利用之，確實有一

定的建設性作用。

但問題在於，倘若僅僅是自上而下的灌輸，純為形式化的運作，並且以政黨，甚至是黨內少

數權勢人物的自身利益為重，其積極意義便大受限制，甚至適得其反。對此，1928年輿論界

的一番警告頗值得玩味53：

……中山在歷史上，已自有其不朽之地位。故關於中山個人者，蓋棺論定，不勞贅述，

不但吹毛求疵為不可，即歌功頌德亦不虛也。察自國民黨取得政權以來，一部分人之於

中山，有非偶像化不止之勢。……凡言紀念者，須紀念中山先生之精神，紀念其革命

性。……凡自命中山信徒者，苟不泯私從公，以中山之精神奮鬥，則轉盼又成落伍者，

而中山之不朽則自在也。是以願黨政軍各界，其凜然瞿，其瞿然興，其勿以為形式上崇

拜中山，便足獲人民信任。其打倒一切虛榮利己之病根，而為人民大群盡公僕責任，庶

幾為所以紀念中山之道，亦為保持自己個人政治的生存之道也。

這段話可謂鞭辟入裏，語重心長，不僅指出了怎樣才是對已故領袖的真正紀念，更重要的

是，對「革命之後」的「革命黨」提出了誠摯的忠告。對於一個以謀求國家和人民的獨立、

自由、平等、幸福為標榜的政黨而言，這種忠告是難能可貴的。但從此後的事實來看，國民

黨並沒有接受這一忠告，依然將孫中山崇拜作為手段，試圖通過單方面的意識形態灌輸來建

構國民對「黨國」的認同。可以說，政治文化方面的僵硬和固步自封，是國民黨最終淪為

「落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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